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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通过信息数字技术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是当代人工智能的重要使命。

党 的 十 九 大 以 来 ， 党 和 国 家 愈 发 重 视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在 社 会 治 理 中 的 能 动 性 ， 典 型 如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要求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国务

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积极推动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提升社会

管理能力。不仅如此，党的二十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强调

健 全 共 建 共 治 共 享 的 社 会 治 理 制 度 ， 提 升 社 会 治 理 效 能 的 同 时 ， 也 明 确 提 出 要 建 设

“数字中国”“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增长引擎”。上述党和国家的政策

表 述 尽 管 在 字 面 表 达 上 存 在 些 许 出 入 ， 但 透 过 其 中 “ 共 建 共 享 ” “ 数 字 社 会 治 理 体

系”“数字化治理模式”“数字中国”这些关键词可以发现，相比于传统治理结构下

对治理效率的看重，新型社会治理视域下的技术赋能则更进一步，主张在实现效率目

标的同时，充分调动普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突出治理的“共建”“共享”以及“公

平”色彩，进而重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的协同共治(Pereira et  al . ,  2017)。

申言之，通过数字技术改善社会治理，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利用“技术赋能机制”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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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众更多的参与动能，从而有效改善社会治理的单元结构，并最终建立共建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但受制于技术发展水平、社会治理结构以及社会主体自身特质，技

术赋权社会治理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即在不同的人工智能技术下，不同社会群体的

自然反馈也差别迥异，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层次性”和“阶梯性”视角加以综合审

视，进而全面了解普通公众在数字治理格局下所扮演的角色。元宇宙的蓬勃发展为技

术赋能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所谓元宇宙，是指互联网虚拟世界和新消费电子

终端现实世界的融合。在元宇宙概念下，虚拟世界通过消费电子终端，比如VR/AR提

供的沉浸式用户体验，将线下用户虚拟化(盘和林，2022)。元宇宙本身具有四个方面

的功能：延伸感官体验、突破时空维度、拓宽想象空间以及实现人机融合。这四项功

能为推动当下社会治理技能的发展以及提升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奠定了技术上

的可能性并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有鉴于此，本文以元宇宙 ①这一新型技术作为赋

能视角，系统考察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阶梯结构与实践路径，从而为新时代构建社会

主义数字治理格局的理论探寻以及制度规范提供些许启示。

一、公众参与阶梯结构及其本土化适用

公众参与不仅是一种制度模型，同样是一种理论构造，阿恩斯坦(1969)的参与阶

梯理论就是将公众参与加以理论化的集大成者。考虑到其理论可行性，本文主张在借

鉴过程中加以一定的本土改造，从而为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引。

( 一 ) 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理论

研究元宇宙技术赋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阶梯结构，很难绕过阿恩斯坦的八级公

众参与结构。根据这一阶梯结构，阿恩斯坦认为社会治理作为一个由政府、公众、组

织以及资本等多元主体塑造的模型结构，在不同的治理模型下，社会公众往往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并最终以不同的参与程度体现出来，在此情况下，阿恩斯坦主张为了最

大程度上洞悉社会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能动性，理应对其进行一定的层级划分。具体

而言，阿恩斯坦将社会公众参与阶梯划分为三大主层级与八大附属层级，前者代表着

公众参与的能动性变化，即由低级到高级分别表现为无参与模型、表象参与模型以及

主动参与模型。后者分别隶属于前三种模型之中，并通过操作、补救、咨询、通告、

让步、合作等形式体现出来。

首先，无参与模型对应操作与补救。无参与模型意指公众在社会治理中，不享有

参与权利或者消极地参与治理活动。就操作而言，政府享有最高的管制权，公众能否

参与、如何参与都由政府加以控制，就参与的目标而言，也并非是激发社会活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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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宇宙是互联网发展的终极产物，是现阶段已有虚拟世界的升级，并拥有着高度发达的虚拟社会系统。”这是本文的治理背景
定位于元宇宙而非人工智能概念之下的重要原因，相较于人工智能，元宇宙呈现为一种更广泛和更具开放性的概念，它是包括人
工智能在内的各类电子技术交叠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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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而是更好地实现政府单元管控目标的手段。就补救而言，相比

于操作层级虽然有所进步，但同样代表着政府在内心对公众参与的一种排斥，期间，

以“公民参与”的名义，人们被置于“橡皮图章式”的咨询委员会中，以明确的目的

“教育”他们或争取他们的支持。无参与模型处于阶梯的最底层，不是真正的公民参

与，而是权贵们将参与扭曲为一种公共关系工具。

其次，表象参与模型对应通告、咨询与让步。表象参与是形式主义在公众参与领

域的体现，意指尽管看上去存在公众参与行为，但更多是一种逢场作戏，公众在整体

上仍没有享有实质性的参与权利。就通告而言，它是指政府单方面告知公众结果的一

种形式，类似于信息公开，是政府履行单向告知义务的一种体现，毕竟，知情是公众

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将特定信息告知公众，公众才具备参与

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这种告知并未与此后的参与建立真正的逻辑关联，以至于仅存

在形式上的知情和了解。就咨询而言，与信息公开类似，征询公众意见同样是保证公

众充分参与的必要环节，唯有通过咨询，政府才能了解民意，进而使社会治理更加有

的放矢。但问题在于咨询与采纳作为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罗文燕，2019)，政府往往

只能在前半阶段落实咨询义务，却不能保证会采纳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咨询与采

纳的脱节，使得公众参与好比陷入到骗局之下。就让步而言，其意指政府为了缓解社

会治理矛盾，开始有选择地让步和妥协，这期间，公众也得以借此“让步”，适度参

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尽管在这个层次上，公众开始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形式主义

仍然明显(Arns te in ,  1969)，其集中表现为这种让步和选择并不能让绝大部分公众受

益，即除却被选中的公众与事件之外，大部分公众仍处于边缘化的形态之中，总体而

言，公众参与的水平处于或低于阶梯的位置。

最 后 ， 主 动 参 与 模 型 对 应 合 作 关 系 、 代 理 权 利 与 市 民 控 制 。 在 这 一 阶 梯 之 下 ，

公众获得了更多的参与权，整体的参与效果也更为实质。就合作关系而言，相比于政

府单元管控模式，合作关系之下的政府与公众能够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姿态之下，此

时，政府已经将公众参与的理念深化于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更加重视公众的意见，

吸收民众的力量。正如阿恩斯坦所言，在这一阶梯中，权力实际上是通过公众和掌权

者之间的谈判重新分配的。它们同意通过联合政策委员会、规划委员会和解决僵局的

机制等结构来分担规划和决策责任(Arns te in ,  1969)。就代理权利而言，阿恩斯坦认

为，将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诉诸于代议制民主看似合理，但受制于种种因素，

代议制民主也并非始终可靠。这期间，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民主链条极有可能因为代表

自身素质不够、代表存在独立利益、议会会期短暂、立法任务紧张等各种主客观因素

出现断裂，并最终制定出不正义的法律。因此，阿恩斯坦主张应适度强化代理关系链

条，即公民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谈判也可以使公民获得对某一特定计划或方案的主要决

策权。就市民控制而言，市民控制是公众参与阶梯中最高位理想的状态，它意味着公

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被管理者的身份，并且开始转变角色，以管理者的角色参

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在这一状态下，公众要求一定程度的权力，以保证参与者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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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能够管理一个项目或一个机构，负责一定的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并能够就“局

外人”可能改变他们的条件进行谈判。

( 二 ) 公众参与阶梯理论的本土改造

阿恩斯坦的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将公众参与从一个理想的概念转化为实践的命题，

有效破除了公众参与的笼统研究模型，弥合了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困境，厘清了现实生

活中公众参与的多种形式和层次，使得我们能够对公众参与的实际状况一览无余，如

此，与之相关的改善措施也就能够更加具备针对性。

但 问 题 在 于 ， 阿 恩 斯 坦 的 公 众 参 与 阶 梯 理 论 作 为 一 种 舶 来 品 ， 并 非 能 够 完 全 移

植到我国，理由在于这种分类方式隐含了公众参与的价值判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且，由于缺乏判断依据和实践依据，这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划分很难弥合与现实的差

异，现实生活中参与实践往往是多样化多种形式的。更重要的是，任何一套理论的引

入至少需要经过“理论正当性”与“实践可行性”的双重考量，前者毋庸置疑，阶梯

性研究方法的功能效用是任何司法语境下都不能忽视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忽视实践可

行性，完全将这类阶梯划分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适用于我国，也明显违背了法律移植

的基本原理。毕竟，随着时间的流逝，公众参与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环境都会发生重

大变化，这在元宇宙赋权视域下更是如此，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各国才普遍选择结

合本国国情对之进行适度改造和优化。因此，如何将视线回归本土，兼顾理论前沿性

与本土现实性，进而让域外理论的“远水”化解本土公众参与理论的“近渴”，有效

推动公众参与阶梯的本土化适用，就成为本文研究的重中之重。

从目前相关研究看，围绕阿恩斯坦的八级公众参与阶梯结构，国内学者纷纷结合

我国国情进行了具体细化，如蔡定剑(2009)将之类型化为四层级，即低档次的参与、

表面层次的参与、高层次的表面参与以及合作性参与。潘浩之等(2022)将其类型化为

五层级，即资本控权、表象互动、公众参与、协同共创以及授权自治。前者是在一般

意义上对公众参与层级进行的划分，并没有置于特定的技术语境之下加以分析，而后

者则是从元宇宙视角对此作出的界定，因此与本文关联更加密切，也更具参考意义。

但是，本文并没有直接采用五阶梯的分类形式，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层级划

分过于固定化，未能体现出各方的互动性。二是划分视角过于单一，未能从多个维度

对公众参与的内容予以细致考察。无论是改造后的八层级抑或五层级，都仅仅是从公

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加以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结果体现，

并不能从整个社会治理的综合角度去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认为是不适恰的。

为了避免上述理论的不足，本文主张将元宇宙技术赋权视域下的公众参与阶梯划

分为低级的支配和边缘模式、中级的被动和表层模式以及高级的合作与协同模式三种

类型。这一划分出于两点原因：第一，三层级的分类基于政府、资本方与公众的相互

关系之上，并根据其关系程度的深浅，把它们区分为支配、被动与合作三种类型，可

以充分体现社会治理中不同主体间的互动联系；第二，此划分呈现出公众参与治理的

阮红芳 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阶梯结构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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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结构模型，高度反映相关参与活动动态的和多维度的特点，不再将其视作一个扁

平化的纯粹理论模态。总体而言，三层级的分类更加契合公众参与的实践状况，本文

认为这一分类方式整体上要优于其他的分类方式。

( 三 ) 技术何以赋能公众参与

技术的发展对于政治范式的变革和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对

这一主题的探讨并非是在元宇宙时代才兴起的。事实上，在电子政务诞生之初，技术

革新对公众参与的作用就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例如史密斯（Smith，2001）

就从代表性、发声、审议、逻辑和预期结果这几个维度构建起了公众参与的电子阶梯

理论。具体而言，技术赋能公众参与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为公众参与搭建平台。在技术条件尚未成熟的年代，无论是民主制度的构

建，抑或是民主程序的实践，都只能依托于人力的工作，这对大规模公众参与治理活

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阻碍。然而，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公众参与构设了一个广阔

的平台。首先，电子政务直接推动了信息公开的持续进展，相较于传统的纸质文件，

电子信息公开具有广泛性、易得性等特点，这也促使公众能够在特定空间(网络)内，

了解和熟悉政府日常工作情况(刘密霞等，2015)。其次，相关平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

的知悉政府信息的途径，更是一个表达个人意见的通道，这就为公众大量地参与政府

治理信息的讨论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

第 二 ， 为 公 众 发 声 拓 宽 渠 道 。 科 技 打 破 了 社 会 治 理 公 众 参 与 的 空 间 阻 隔 ， 突

破 了 社 会 治 理 公 众 参 与 的 地 理 界 线 ， 打 开 了 公 众 和 社 会 治 理 之 间 开 放 而 有 效 的 “ 对

话”(张成岗和李佩，2020)。有信息技术的支持，公众可以直接在政府网站上留言，

同时也留痕，所以政府部门可以快速了解到公众的关切，并且就相关意见和建议做出

回复，及时解决公众的关切。

相比于过于平面化的数字平台，元宇宙技术赋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又具有新的特

征和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 是 参 与 过 程 更 加 数 据 化 。 在 元 宇 宙 的 环 境 下 ， 公 众 对 社 会 治 理 的 参 与 已 不 再

囿于平台留言等简单方式。元宇宙的构建以数据为基础，一切皆能数据化使得数据决

策渐渐受到重视，这就为公众参与治理进行了赋权。多元主体的价值博弈能被数据反

映 ， 舆 情 走 向 和 发 展 规 律 能 被 及 时 研 判 ， 孤 立 的 、 碎 片 化 的 个 体 声 音 也 能 得 到 关 注

(张世昌，2023)。简言之，将社会状况信息化和数据化，可以更便利于公众获取政务

信息，同时信息技术也提升了检索速度和准确性，公众对这些信息的阅览、研判和建

议，也可以直接以数据化方式进行，而其中的人工智能回复设置，则能够第一时间解

决公众最为普遍的诉求，能更加充分地保障公众参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二是参与质量日渐提高。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交互性、跨时空、高速便捷的网络信息技术嵌入，这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新动能。在参

与权利、参与程序等方面都大大加强了质量保障(周文翠和于景志，2023)，这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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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在社会治理参与效率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攀升趋势。概言之，在元宇宙之中，人人

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虚拟角色和发言机会，因此在参与权利层面，可以做到真正的人人

平等，切实保证公众参与权利的落实；而在参与程序方面，由于减少了人为的操控，

各 级 相 关 政 府 人 员 无 法 再 在 其 中 设 置 障 碍 ， 因 此 在 程 序 的 参 与 上 也 变 得 更 为 畅 通 和

正规。

综上所述，元宇宙的持续发展，为构筑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塑造了广阔的

空间，为本文提出的三级阶梯理论建构奠定了技术基础和支持。

二、第三阶梯：低级支配与边缘模式

低 级 支 配 与 边 缘 模 式 ， 是 指 在 整 个 社 会 治 理 模 型 中 ， 公 众 始 终 处 于 社 会 治 理 底

层，以被治理“对象”的形式存在，呈现出原子式、边缘式的被动结构，参与空间被

严重压缩，这在与政府和技术资本的互动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一 ) 政府对公众的权力性支配

就公众与政府的关系而言，不管在何种场域下，政府始终是社会治理的第一责任

人，其所扮演的角色直接决定了社会治理结构的主色调。长期以来，在“大政府—小

社会”的二元结构中，社会性主体的“原子化”面貌并未得到根本改观。“中心—边

缘”的碎片化治理结构直接弱化了技术赋权的能动性，极大地阻碍了公众参与和社会

共治的实现。这在低级支配与边缘模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申言之，即便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技术赋权，政府在与公众的互动过程中，往往也会呈现出低级的政府一元控制

状态。此时，社会治理内部并不存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划分，而是完全被国

家所把控。一元的社会治理某种程度上属于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延伸，即

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始终延续着全能型政府管控模式。此时，

技术赋权的对象也仅仅是政府，元宇宙沦为政府进一步管理公众的工具，公众并没有

从元宇宙的技术形态中解脱出来，获得一定的治理资源参与社会治理。不仅如此，在

低级支配与边缘模式中，政府与社会性主体间的信任机制明显缺乏，以至于出现社会

性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不畅通，不同社会性主体内部以及外部组织间缺乏良性沟

通 、 充 分 尊 重 和 相 互 信 任 ， 这 种 局 部 性 、 碎 片 化 的 参 与 方 式 很 难 形 成 统 一 的 社 会 共

识，最终使得公众只能处于社会治理的边缘形态。

( 二 ) 平台对公众的技术性支配

就 公 众 与 数 字 平 台 的 关 系 而 言 ， 从 表 面 上 看 ， 基 于 大 数 据 和 人 工 智 能 所 演 化 的

“ 元 宇 宙 ” ， 本 身 是 客 观 、 中 立 且 包 容 的 产 物 ， 任 何 主 体 在 其 面 前 都 是 平 等 的 ， 并

不 存 在 支 配 与 边 缘 的 可 能 。 但 技 术 发 展 往 往 是 一 个 自 我 扩 张 的 社 会 过 程 ( 林 文 刚 ，

2010)，同样，元宇宙并非凭空产生的，其背后演化始终存在着技术资本的身影。所

谓技术资本，是指通过市场机制将特定数字技术成果转化为资本增值的资本力量(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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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轩和吴海江，2019)。与传统经济资本中的技术力量不同，技术资本在人工智能时

代下掌握着更高的话语主导权，其技术要素的边际贡献率也远高于传统生产要素(孟

飞和冯明宇，2022)。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化的社会治理运行形态稍不留神就会将公

众置于“被支配”与“边缘”的形态。

一 方 面 ， 就 支 配 形 态 而 言 ， 数 字 技 术 资 本 已 经 悄 然 间 跨 越 传 统 产 业 资 本 和 金 融

资本，成为支配公众的第三种资本形态(邓伯军，2020)。不同于传统视阈下市民社会

与政治国家的简单划分，在大数据时代下，市民社会并非浑然一体，始终以对等私主

体的形式呈现，相反，其内部固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已然发生变化，一些技术资本控制

之下的数据平台开始愈发庞大，其生成逻辑虽然不同于国家机关，但却能够产生出类

似国家机关的权力支配模式。期间，这些“准官僚化”机构为代表的数据权力主体大

规模地集聚并利用个人信息来塑造与调整个人的行为，成为最主要的侵害风险源，并

时刻影响着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形态。在这种支配性力量下，普通的社会公众无

形中已被商品化与数据化了。依托于高度精密的算法系统，元宇宙在逐利目标的导向

下，其最终目的并非是将公众置于一个更加公平与客观的环境之中，而是很可能将人

异化为商品，追求更加技术化与数据化的控制。正如芬伯格指出，技术资本作为控制

社会形态的一种工具，能够基于资本霸权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建构(芬伯格，2001)。

而一旦“技术资本”演化成为“技术权力”，那么本身在社会治理中就较为弱势的社

会群体不仅不会获得额外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动性，反而很可能随时处于被支配的形

态下，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支配很可能会通过数据消费主义、数据创新主义的标签

等形态体现出来(潘天波，2019)，因此，必须防止外国政府及其企业和资本，以元宇

宙超脱政治、国家以及意识形态为名，侵犯我国的数据主权和公民的相关隐私信息。

另一方面，就边缘形态而言，数字技术在给个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

新型的伦理挑战，算法边缘化便是其中之一。算法边缘化是指在算法歧视以及算法黑

箱的运行逻辑下，不同社会公众受制于自身的专业能力、经济水平以及文化素质，不

仅不能洞察算法的运行机理，而且还会陷入到被忽视的状态之下。作为一种新型的科

技伦理风险，算法边缘化虽然没有改变歧视的本质，但却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科

技算法的演变，改变了歧视的衍生形态。不仅如此，算法边缘化还表现为一定的隐秘

性与不可逆性。就隐秘性而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受制于元宇宙的虚拟性与专业性

特质，相关算法很容易因为“数字鸿沟”而让人无法捉摸，作为普通公众，很难掌握

元宇宙的运行过程与依据，而只能选择被动接受(石颖，2022a)。更重要的是，囿于

“算法黑箱”的存在，算法决策和运行的整个过程通常也具有很强的隐匿性，这种不

透明与不公开，进一步加剧了算法与普通用户之间的隔阂，并使互联网弱势群体很难

真正意义上被技术赋权。就不可逆性而言，算法边缘化往往具有很强的自动化色彩，

这种自动化使算法决策过程与算法决策结果都是机器自动运行，外力因素很难在中途

对相关不合理的形态加以切实扭转。毕竟，从根本上讲，算法边缘化仅仅是算法公式

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算法公式从一开始就被导入了“歧视”因素，后期的算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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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加以被动执行，而无法改变原初设定。事实证明，算法歧视并非人工智能算法的

合理形态，更多是数字经济的异化表征，因此，一旦这种不平等的价值观被引入到算

法 决 策 领 域 ， 那 么 将 很 容 易 破 坏 社 会 分 配 正 义 ， 给 公 民 平 等 权 造 成 严 重 的 负 面 影 响

(石颖，2022b)。此时，不但普通公众很难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反而会加剧其本身

的边缘化状态。

综 上 所 述 ， 在 低 级 支 配 与 边 缘 模 式 中 ， 公 众 始 终 处 在 治 理 的 边 缘 地 带 ， 相 对 于

政府，其处于权力弱势，而相对于网络平台，其又处于技术弱势，因此在这一状态之

下，公众的参与权形同虚设。

三、第二阶梯：中级被动和表层模式

中级的被动与表层模式，是指在整个社会治理模型中，虽然公众在元宇宙的技术

加持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但整体上仍然十分被动，参与的形式化与表层化特征

明显，这同样可以通过公众与多元主体关系的互动体现出来。

( 一 ) 政府主导下的形式主义公众参与

在中级被动和表层模式中，公众参与具有典型的形式主义特征。所谓形式参与，

顾名思义，即便表面上存在参与行为，但总体上依旧未挣脱科层制体制的束缚，政府

接受公众参与的初衷更多来自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在这种科层制的导向下，公众参

与具有典型的被动特征。元宇宙即便赋予了公众以一定的参与机会，但不能从根本上

撼动形式化与被动化。这种形式化与被动化集中表现为告知型公众参与和咨询型公众

参与两种模式。

告 知 型 公 众 参 与 是 政 府 通 过 信 息 公 开 ， 将 特 定 公 共 事 务 以 一 定 形 式 告 知 公 众 ，

确保公众保持对公共事务享有基本的知情权与了解权，具有典型的表象性与形式化色

彩。在元宇宙技术的加持下，通过数据开放，能满足公众的基本参政诉求，相比于政

府信息公开视域下的知情权，元宇宙技术加持下的公众知情权无疑有了质的变化，不

仅在数据开放体量、数据开放程度、数据开放规则上大有改观，更重要的是，在大数

据技术的推动下，政府主动开放数据使得公众无需再以请求机制作为知情权的前置要

件，进而有效保障了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但告知型参与模型却具有典型的形式化与被

动式特征，究竟原因，告知型公众参与强调政府作为主导者与发起者，掌握着信息是

否公开、公开范围、公开时间、公开形式等事项的决定权，公众更多的是作为被动的

参与者，并不能左右告知模式的基本演进形态。更重要的是，告知型公众参与强调公

共信息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即便存在一定的信息反馈，但也多是意外之喜(陈朝兵

和简婷婷，2020)。

咨询型公众参与是指政府在主导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围绕特定公共事项，向公众

进行意见咨询，并决定是否采纳的模式。咨询型公众参与对应公民的建议权。时至今

日，公民建议权业已成为各国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权利基础，不仅能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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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个人对公共决策的知情权，同时还能将公民个体的建议演化为具有公共属性的集

体诉求，促使社会治理形态更加规范。在大数据时代下，健全的咨询型公众参与能够

让政府集各方意见于一身，从而让社会治理更加民主化、科学化与规范化。虽然相比

于告知型公众参与，咨询型公众参与更具优势，但却仍然无法摆脱形式化与表层化的

本质。尽管从广义上讲，只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政府与公众的公共互动，就可

以称之为公众参与(俞可平，2006)。但公众参与从实质上讲要求公众能切实对政府的

公共决策产生影响(王锡锌，2009)。究其原因，政府在此过程中仍然掌握着绝对的主

导权，公众享有建议权但并不代表着能真正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毕竟从根本上讲，

“意见咨询—公众建议—政府反馈”理应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但在当前很多社会

治理过程中却存在明显的脱节，即政府仅存在前半阶段的公共数据开放以及形式主义

参与，但公众的意见却往往处于不了了之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政府对是否听取公众

建议有着当然的决定权，这本身也无可厚非，毕竟政府是公共决策的第一责任主体，

但其是否吸收、多大程度上吸收公众意见，理应作出适当的反馈，否则，公众参与社

会治理就很难挣脱形式主义的泥沼。

( 二 ) 技术支配下公众参与的虚幻假象

元宇宙视域下，看似存在公众参与，但虚拟世界中的公众参与与物理世界中的公

众参与始终存在张力和龃龉，这或多或少导致了公众参与的形式化与被动化。

第一，元宇宙消解公共精神的实践应力。集体行动难以协调是技术赋权的根本困

境(奥尔森，2018)，元宇宙视域下，公众无形之中发生了身份转变，即由社会公众转

变为了平台用户，身份转变带来的很可能是公共精神的消解。公共精神是社会治理的

重要品质依托，唯有在公共正义、公共事业、公共理性的推动下，社会治理才能步入

一个持续、健康、共享的状态之中。但元宇宙视域下的公众参与却存在公共精神被侵

蚀的可能。这集中表现为两个维度：其一，元宇宙所塑造的公共精神并不契合现实中

的社会治理生态。众所周知，元宇宙作为技术、资本、平台以及用户等相互作用的结

果，本身致力于摆脱物理世界，打造一个“共建共享共治”的虚拟世界。这种理念上

的“远离”直接决定其运行状态，在此期间，尽管公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参与到元宇

宙的治理中来，公众也可能具备非常大的热情来打造这个世界，但不同“世界观”所

塑造出来的公共精神真的能够完全契合吗？这始终是值得质疑的。其二，元宇宙消解

公共精神的生成和塑造。诚如上文所言，元宇宙在很大程度上也以商业化为导向，这

期间，公众之间的情感认同并非来自物理世界的真实互动，而是来自虚拟世界的流量

依附(刘威和王碧晨，2021)。更重要的是，普通公众的追求很可能存在被资本塑造的

可能，即“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的存在甚至流行，会

加速个体公共精神的消解，促使公众沉醉在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并最终忽视对公共

事务的重视(张爱军和刘仕金，2022)。

第 二 ， 不 平 等 的 社 会 治 理 生 态 。 元 宇 宙 除 引 发 公 共 精 神 的 消 解 以 外 ， 还 存 在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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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社会治理不平等的可能，这种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公众参与的形式化。元宇宙看似

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疆域”，但这个疆域并非近乎完美，其极有可能塑造新的不

平等。这具体表现为，用户在获得数字身份的过程中，因不同用户之间专业水平、技

术能力、财力水平差别迥异，所打造出的身份等级也并非完全一致。例如，无论是微

博、QQ等社交数据平台，抑或是优酷、爱奇艺等视频平台，都存在会员一说，是否

拥有会员身份、拥有何种等级的会员身份，将会直接影响用户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情

况在元宇宙中同样会延续，不仅如此，元宇宙的平台提供者将基于资源控制与规则制

定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进而从平等的数据服务法律关系转变为不平等的数据支配

法律关系(王卓和刘小莞，2022)，并进一步扰乱社会治理秩序。

第 三 ， 消 解 人 的 主 体 性 。 元 宇 宙 一 方 面 具 有 赋 能 性 特 征 ， 为 社 会 治 理 提 供 更 加

多元和智能的方式，但与此同时，元宇宙也是一个全方位、全景式、全过程的监控系

统，用户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始终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之下，此时，当个人

隐私褪去色彩，与之相关的社会治理效果也难免大打折扣。申言之，元宇宙非但没有

给公众提供一个更加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生态，反而还消解了人的本质特征，利用资本

逻辑和技术手段来强化用户的服从意识，公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能动性会逐渐陷

入迷失，社会治理生态也会逐步被资本所异化。

四、第一阶梯：高级合作与协同模式

高 级 的 合 作 与 协 同 模 式 ， 是 指 随 着 技 术 赋 权 逻 辑 不 断 延 伸 ， 社 会 治 理 开 始 打 破

“自上而下”的惯性，社会公众开始以对等第三方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公

众、数据平台之间的关系步入到了一个相对公平、稳定和可持续的状态之下。

( 一 ) 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协同

在 高 级 合 作 与 协 同 模 式 下 ， 元 宇 宙 对 公 众 参 与 社 会 治 理 的 赋 权 具 有 多 元 性 的

特 点 ， 根 据 赋 权 的 主 体 不 同 ， 可 将 其 划 分 为 社 会 赋 权 、 组 织 赋 权 、 制 度 赋 权 这 三 个

维度。

首 先 ， 就 社 会 赋 权 而 言 ， 传 统 理 论 视 域 下 ， 技 术 与 权 力 ( 权 利 ) 好 比 自 然 科 学 与

社 会 科 学 ， 本 身 处 于 不 同 的 轨 道 ， 有 着 各 自 的 运 行 逻 辑 。 但 随 着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的 发

展，技术与权力(权利)之间的关系开始由“并列”转为“交织”，并最终呈现出复杂

的“共存”形态，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技术赋权理论已经逐渐打破

学科边界，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研究方式(张丙宣，2018)。具体而言，社会赋权是指

通过一定的主客观手段，赋予本身不具备某种能力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以一定能力的

过程(雷巧玲，2005)。赋权的目的在于打破固有的权力结构形态，促使身处于不同权

力结构中的人群在既有权力模型中获取更多的主动性，从而驱动整个权力结构形态更

加完善(Bryant ,  1976)。元宇宙技术的社会赋权理论，总体是以现代人工智能、大数

据、互联网、区块链、科技算法等为载体，通过技术平台支撑、场景信息扩散以及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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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规则运行等途径，激发不同社会治理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有效实现社

会治理的多元共治。期间，元宇宙技术得以让原子式的普通民众快速觉醒，从而最大

程度上释放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诉求(李辉和孙逸啸，2022)。从这一意义上讲，通

过技术实现社会赋权，本身带有权力关系重塑的语境指涉。

其 次 ， 就 组 织 赋 权 而 言 ，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社 会 治 理 ， 内 部 存 在 各 式 各 样 的 权 力 组

织形态，但相较于普通公众而言，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机关组织更多是“封闭”和

“排斥”的，除却民主选举这种宪法规定的民主形式之外，普通公众很难直接影响其

内部的组织构造。此时，基于元宇宙的技术治理模型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公众的参与动

能赋予到组织体系内部，即一方面，元宇宙模型能够将“政府—公众”之间的关系转

变为“政府—元宇宙—公众”，有了这一联结枢纽，国家与社会的距离就能被大幅缩

短，公众也就此能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场域内部；另一方面，元宇宙主导下的

数字治理本身具有跨越边界的属性，能够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信

息藩篱，增强政府治理的协同性，推动政府从科层制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型。技术资本

通过控制数字平台，参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有效推动社会治理资源的流通。例如，

在技术资本的帮助下，政府纷纷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智慧服务等，公众借此获得了更

多的治理动能，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得以被有效打通。申言之，面对超大规

模的科技范式、数字主体及其互动关系，元宇宙框架的引入无疑能够增强政府内部权

力的协同与合作、推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最后，就制度赋权而言，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某种程度上也是行动主义在技术赋权领

域的衍生，基于行动主义的逻辑链条，社会治理业已从此前单元的政府行政者，演变为

作为管理者的政府以及作为被管理者的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朱婉菁和刘俊生，2020)。

在此情况下，此前政府垄断下的社会治理资源也并非如一潭死水，而是开始呈现出流

动性，期间，元宇宙技术能够有效加速这些社会资源向社会的流动，而一旦社会公众

开始享受这些治理资源，规模化的协同治理就成为常态(喻国明和马慧，2016)。元宇

宙作为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集大成者，其对信息要素的掌握不仅加速了社会治理资源

的流动，也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其不仅在形式上提高了国家与社

会的沟通效率，同时也在实质上拓展了交流向纵深发展，促使社会主体能够围绕国家

公共事务发表自身看法，从而实现交叉性、多层次的民主治理。通过技术赋能，民主

政治能够突破既有框架，实现新的发展。诚如郑永年指出，在技术的支持下，普通公

众也开始一改此前被动式参与的局面，借助技术的“加持”，以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

进行“民意输出”，进而影响政府的单元治理结构(郑永年，2014)。

( 二 ) 数据平台与公众的合作协同

合作语境下的元宇宙赋权是一种正向赋权，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社会公众

与数据平台的身份意识，此时，平台与公众步入到了平等合作关系之中，即数据平台

与社会公众在法律地位上共同作为对等双方，通过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调和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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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合作互动过程中壮大公众的社会力量，进而打破公权力对社会治

理的垄断格局。

其一，凝聚社会共识。合作视域下的技术赋权，意味着元宇宙技术是客观中立的

产物，在其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辐射下，元宇宙应该向处于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赋权，

并调动其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格局中来。期间，元宇宙基于其数据分析能力，往往能够

洞察社会治理的风向标，了解公众的真正需求，在网络层面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

不同年龄的社会公众打造一个平等、和谐、友善的虚拟社会，为凝聚社会共识、整合

社会力量提供技术契机，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二，扩大社会治理场

域。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治理生态应该包括一个政治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公

众有着充分的民主协商权利(哈贝马斯，1988)。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均产

生了相似的网络议政场域，例如国内的微博平台，国外的推特平台等，整体上都为公

众参与社会事件的探讨塑造了开放性的空间。元宇宙技术凭借其算法能力，通过平等

地向社会公众开放，确保人们可以自由、理性地参与社会治理，且在此期间不受政府

以及技术资本的干涉。随着元宇宙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合作关系能够让社会治理愈

发扁平化，并将数据平台的技术支配转变为民主逻辑和链条。

五、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展望

本文既以三阶层的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理论为框架，那么在实践上就必然要以此

为依托去构建其实践路径。前部分已述，第三阶梯中的主要风险源自新型科技的伦理

挑战，第二阶梯的公众参与则浮于表面，缺乏完整的参与逻辑链条，而作为公众参与

治理样板的第一阶梯，是以规范的塑造为导向，因此在整体的路径展望上，以这三方

面为基础展开讨论。

( 一 ) 强化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伦理约束

任何治理形态的构建，都要诉诸一套基本的伦理范式，并在此之上确立其运行逻

辑以及实践规范。前文已述，在元宇宙的情境之下，可能存在算法歧视和算法黑箱等

各种各样的的潜在伦理风险，除此以外，人类在现实世界中至少会受物理环境限制和

法律法规约束，而在元宇宙中，个人可以隐藏真实身份，人们甚至无法得知协作者是

人还是机器(蔡恒进等，2022)。诸如此类的情况都会带来伦理上的风险，因此建立元

宇宙语境下的伦理约束，乃是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这主要包含

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加强元宇宙平台的伦理规则引导，继而为赋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一

个健康、包容、正向的伦理环境。事实上，元宇宙赋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伦理属性，

期间，在传播方式、虚拟世界运行以及行动主义互动过程中，潜藏着深刻的伦理意义

(江雪华，2018)。目前人工智能伦理关注的重点是迎合用户需求，这种以效率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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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导向的伦理建设，很可能会造成“信息茧房”的现象。因此，未来的元宇宙技术

伦理应该从迎合用户需求转移到关注用户数字福祉上。用户的数字福祉应当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其一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应该惠及每个人，数字技术应促进个人发展；

其二是增强个人使用数字技术与网络服务的使用质量，减小负面影响；其三是保障公

共事务的参与渠道，提升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热情和积极的社会参与；其四是保障

信息服务的真实有效性，保证公众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的变化，满足不同个体提升

自身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需求，提高公众做出科学、理性选择和判断的能力。总体

而言，数字福祉在伦理原则与算法设计之间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在未来元宇宙赋

权公众参与的过程中，设计者与开发者都应当更加重视“数字福祉”理念，并将数字

福祉的理念充分融入产品和服务中去(曹建峰，2019)。

另一方面，健全公众伦理引导，增强公众作为用户身份的公共理性与道德意识，

为构建健康理性的公众参与环境提供基本的伦理保障。网络伦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展现，是社会主义公德的重要组成单元。于当代而言，中华民族

的“网络伦理”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的灵

魂所在。作为一种抽象行为准则，“网络伦理”类似于道德规范，尽管其内涵和外延

相对模糊，但却始终具有积极的引导性功能，意在从精神价值层面营造良好的网络伦

理氛围，即通过伦理感化效果，有效缓解用户之间的价值张力。

( 二 ) 健全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逻辑链条

公 众 参 与 社 会 治 理 ， 应 当 是 一 个 稳 定 的 、 程 式 化 的 动 态 过 程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从公众提出问题，到传达到政府相关部门，再到政府基于反馈并最终解决，必须是紧

密 相 联 的 逻 辑 闭 环 ， 这 样 才 能 有 效 地 规 避 上 文 所 提 及 的 社 会 治 理 脱 节 及 公 众 形 式 参

与(而非实质参与)的问题。在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整体上呈现出“人民—人民代表大

会—国家机构—公民”这一逻辑链条，因此在元宇宙的背景中，就需要以这一现实政

治实践为基底，构建公民参与的逻辑链，简言之，元宇宙技术赋权公众参与必须辅之

以参与主体、参与机制和民主反馈这三个重要环节。

首先，就参与主体而言，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必然涉及如何确定参与者范围的问题

(陈征，2014)。参与者可能是与特定社会治理事项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也可能

是所有权利主体。社会治理与公民基本权利密切相关，要保障其权益不被政府机关直

接决定，就必须保证其有权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之中，这既包括政府利用元宇

宙搭建数字政府平台时，公民对平台引入资质、平台引入效果的参与，也包括当政府

授权元宇宙平台开展社会治理时，公民对授权本身必要性之论证、被授权对象运行科

学性之论证的参与。此外，作为一项社会治理活动，社会治理活动的专业性、技术性

和实践性特征，决定了立法机关有必要积极吸收有关专家、学者的参与，以提升社会

治理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因为除却利害关系人，公众往往有多重身份，以不同身份参

与社会治理的过程本身也是增强社会治理民主性和科学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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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就 参 与 机 制 而 言 ， 应 进 一 步 健 全 元 宇 宙 赋 权 公 众 参 与 的 民 主 协 商 机 制 。

健全的协商民主机制对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得公众能够直接发

声，还能有效强化公众意见的表达效果，确保公众的合理诉求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得

到满足。

最后，民主反馈机制能确保整个逻辑链完全处于公众的视野下，不仅能够增强社

会治理实效性，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一种正向倒逼机制，进而督促政府提供完善的行政

服务体系。

( 三 ) 构建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规范秩序

技 术 赋 权 与 规 范 秩 序 是 元 宇 宙 赋 权 公 众 参 与 的 两 大 重 点 议 题 ， 这 意 味 着 在 利 用

元宇宙技术强化公众参与能力、拓宽公众参与场域、丰富公众参与机制的同时，也必

须强化对元宇宙技术以及公众本身的约束。规范化意味着通过配套、针对性的法律规

范引导网络空间秩序健康发展。当前，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以《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等为代表的基础规范，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而言仍力有不逮。基于

此，今后必须有效确立相关的规范理念和对应的法律法规，为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

规范秩序建构打造灵活和有序的空间。

首 先 ， 确 立 规 范 化 建 设 的 基 本 理 念 。 科 学 、 合 理 、 有 效 的 网 络 空 间 规 则 ， 对 提

升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内容和价值具有重要作用。期间，公众自由与自律规则之平

衡、公众数据权与网络平台经营权之统筹，良性循环、健康持续公共秩序之塑造，理

应是我国规范化立法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如何推动我国元宇宙技术赋权的整体有

序发展，如何正确引导我国公众不断提升信息参与能力和水平，如何健全公众参与的

网络行为边界同样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在推进规范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超越传统管

制思维，把推动整体网络空间治理的健康发展和提升作为模式设计的根本目标，保证

公众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的变化，满足不同个体提升自身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需

求，从而促进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更加丰富、更加实用、更加有序、更加健康。

其次，确立规范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坚持立法协调性原则。坚持社会主

义法制统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时下，网络空间治理法已

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单元，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年代，不同领域的

立法者难免会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一旦落实到规范层面，难免会形成立法

冲突和抵牾的情形。根据凯尔森的“规范等级理论”，在整体框架之下，应充分考虑

治理工作各方面的交叉性和区别性，着眼于我国宪法，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调

整和修订，在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时考虑和现有法律法规的衔接，确保各项法律法规之

间互为补充、互为支撑，确保互联网法律体系尽快完善。另一方面，坚持权利义务相

统一原则。权利义务相统一是我国《网络安全法》第12条确立的重要原则，是指在技

术赋权的过程中，相关数据主体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必须相一致。“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在技术赋权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职责，惟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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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技术赋权才能步入到规范合理的秩序之中。

最后，增强相关立法的可操作性。立法操作性事关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规范可

行，一般情况下，宪法给立法者留出了充分的自主形成空间，其不仅意味着宪法对立

法权的尊重，更意味着立法者必须制定出详细的立法方案。诚然，立法机关制定抽象

的原则更有利于顾及个案的特殊性，但如果立法者不亲自对宪法条款进行必要的具体

化和价值填充，则意味着执法机关将直接解释和适用宪法中的抽象概念，以至于其很

可能使自己脱离法律约束，从法律仆人变为法律的主人(魏德士，2013)。因此，立法

机关必须尽可能制定一套相对具体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体系，从而为元

宇宙赋权公众参与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

六、结语

大数据时代下，作为信息社会运行的重要支撑媒介，AI与算法技术已经嵌入到社

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元宇宙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集大成者，在技术赋权公众参与场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

要。要将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纳入到健康持续轨道，必须健全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

逻辑链条，构建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规范秩序，强化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的伦理约

束，惟其如此，社会公众才能真正融入到社会治理的逻辑链条之中。需要注意的是，

元宇宙赋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期间往往涉及到多重社会关系面

向以及多元价值伦理选择(杨德荣，1991；赵祖华和李国光，1990)，这就需要处理

好“技术赋权、技术风险以及技术规制”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避免陷入“技术利维

坦”的尴尬境地，在利用与规制之间形成良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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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mprov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through inform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crucial mission for contemporary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The metaverse, as a set of AI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 eld of technologically empowered 
public participation. Arnstein’s ladder theor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vides a scientifi cally soun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etaverse-empowere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reshapes the theory 
into three types: the low-level dominant and marginal model, the mid-level passive and superfi cial model, and 
the high-level cooperative and collaborative model. The social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and data platforms varies drastically under diff erent participation models. Considering certain 
shortcomings in current metaverse-empowered public particip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ceptual 
guidance, improve the logical chain, construct the normative order, and enhance the ethical constraints of 
metaverse-empowered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se eff orts will bring metaverse-empowered public participation 
onto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track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etavers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ocial govern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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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eff ects of capital account’s sub items are heterogenous. And studying the diff 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can help to adopt effective regulatory policy.We divide international capital into 
international debt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equity capital, according to the diff erence of channel and eff ect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 ows. We combine the research of micro corporate fi nanc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wo forms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structural diff erences in the eff ects of international on the domestic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debt capital inflows can provide liquidity support, but international equity capital inflow make 
directly credit not liquidity. Domestic debt level leads to international debt capital fl ows have threshold eff ect, 
while institutional quality leads to international equity capital fl ows have threshold eff ect.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microeconomic agents (corporates) while opening capital account. And we should construct fi nancial 
and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to be prepared to taking capital fl ow liberalization and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 fl ow management measures to avoid the risks. Studying the structural diff 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 ow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for gain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and taking eff ective regulatory measures.
Keyword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debt capital; international equity capital; debt level; 
institution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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